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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抵御威胁的作用： 
来自自我肯定范式的证据

梅娜莎  王晓刚

西南民族大学教育学与心理学学院，成都

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倡和培育的主流价值观，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并内化

为个体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我肯定研究表明个人价值观是各类抵御威胁的有效内在资源。面对新冠

疫情带来的持续冲击，人们会出现抑郁、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绪。为探讨自我肯定范式是否能有效激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削弱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情绪，本研究选取155人进行了被试间实验对比，平衡组间差

异之后将被试分配到核心价值观肯定组、“家庭我肯定”组和无肯定组。三组被试首先使用焦虑自评量表进

行前测，再阅读新冠疫情威胁材料，接着分别进行自我肯定干预，最后使用焦虑自评量表进行后测。结果发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肯定组和“家庭我肯定”组的后测焦虑得分显著低于前测得分，两组抵御焦虑情绪

的效果没有显著差异；无肯定组焦虑得分的后测与前测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

我肯定干预能够缓解新冠疫情下焦虑情绪，在未来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中可将其用于个体或群体层面抵御威

胁、维护情绪健康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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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2019 年底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新冠病毒迅速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中重大且具有持续

性 的 威 胁。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于 2020 年 初 将 感 染 新 冠 病 毒 所 导 致 的 疾 病 命 名 为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感 染

（COVID-19）。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喉咙痛和腹泻等，严重还会导致心脏和呼

吸衰竭甚至死亡（Chen et al.，2020）。除了对生理的影响，新冠疫情还对人们的心理健康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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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影响（郭菲 等，2020）。研究表明人们面对新冠疫情会出现焦虑、抑郁、恐慌和害怕等情绪

（Cao et al.，2020；Wang et al.，2021）。尤其在疫情高峰期，焦虑和抑郁的比例更高达 20.4%（Li 

et al.，2020）。WHO（2020）指出，当焦虑高于正常水平时，会削弱身体的免疫系统，增加感染病

毒的风险。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对病毒缺乏足够的科学认识，担心感染和盲目防控的焦虑情绪倍

增（Banerjee，2020）。因此，如何缓解新冠疫情带来的负面情绪，对于个体维护自身健康和社会

保持积极心态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研究发现，当个体面临外部威胁信息时，通过肯定与威胁无关的自我价

值来维护个体整体性。自我肯定的经典范式中，研究者一般是激活个体价值观的核心成分，让被试肯定

自己在善良、道德和适应社会等领域的价值（Steele，1988）。当个体面对威胁自我看法的信息或事件时，

会启动防御机制，采用自我肯定的方式来减轻威胁信息的影响。最终，自我肯定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

在自我评价方面体现，还表现在个体的行为、情感和认知等多个方面（Sherman et al.，2021）。自我肯

定可以在情绪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它不仅可以降低实验室中和自然环境中诱发的负性情绪反应（Morgan 

and Harris，2015；胡心怡、陈英和，2017；Łakuta，2022），还可以增强积极情绪（Atkin，2016）。例如，

拉库塔（Łakuta，2022）将成人银屑病患者随机分为自我肯定组和对照组，结果发现前者在第二周时的

焦虑和抑郁水平显著降低了。阿特金（Atkin，2016）的研究表明，经过自我肯定的教师在教学中的积极

情绪显著提高，并且这种积极情绪的影响持续到了两周后。

由于个体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心理学家发现自我可以分为独立型和互依型两种类型（Voyer and 

Franks，2014）。在个人主义文化中，个体往往更容易形成独立型的自我，不受他人影响；而在集体主

义文化中，个体则形成互依型自我，更容易受到他人影响，并注重人际关系。在互依型自我倾向高的

个体中，自我肯定及其研究范式侧重于突显家庭或其他亲密人际关系的作用（Hoshino-Browne et al.，

2005）。作为一个重视血缘亲属关系的社会，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是家庭，其中“家”也

是家国情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蔡（Cai，2013）的研究表明，通过家庭自我肯定，肯定家庭价值能够

减少个人负面反馈对参加有挑战性任务意愿的阻拦，并减少女性在刻板印象威胁下的心理旋转测试表现

的受损。古等人（Gu et al.，2016）的研究发现，自我肯定可以赋予人们更多的心理资源来缓冲拒绝不公

平提议的负面影响，并产生对不公平提议更强的拒绝倾向。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自我肯定对于个体

的发展和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

由于政治、社会和文化差异，不同社会的价值观构成，既有人类普适性的普世价值观，也存在彰显

特异性的特殊价值观（郭明俊，2008）。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价值观，在培

育个体的家国情怀中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和心理功能（柳礼泉、刘江，2020）。研究表明，大学生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实践程度越高，其心理健康水平也越高（张贤丽，2018）。基于此，本

研究尝试采用自我肯定范式，考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能够激活人们的内在心理资源以维持自我完

整性，进而缓解新冠疫情下的焦虑情绪；同时，研究还将进一步验证家庭自我肯定缓解新冠疫情下焦虑

的效果，并比较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肯定的作用大小，以期为变革时代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提供基

于中国实际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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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法，在西南某高校选取学生 155 人，其中有 6 人在自我肯定写作中没有按照要求进行

写作，只是敷衍地随便写几句话，所以剔除。最终被试为 149 人，其中男性 58 人，女性 91 人，平均年

龄 18.9 岁。核心价值观肯定组 51 人（男性 21 人，女性 30 人），“家庭我肯定”组 50 人（男性 19 人，

女性 31 人），无肯定组 48 人（男性 18 人，女性 30 人）。

2.2  工具

焦虑自评量表（SAS），由 Zung（1971）编制，主要用于评估健康或临床个体的主观焦虑症状，

该量表在中国大陆经过修订后，中文版的信效度也得到了较高的认可（陶明、高静芳，1994），量表

一共有 20 个题目，每个条目为一至四级评分，总分数由低到高表示焦虑程度也由低到高，得分范围为 

20 ～ 80。本实验中克伦巴赫系数前测为 0.745，后测为 0.709。

新冠疫情威胁材料展示了新冠疫情的相关报道以及图片，呈现一次感染新冠肺炎后危险、低控制感

的经历，要求被试想象自己在主人公的位置，并考虑他的情感和想法。

威胁感评定量表，为了确保威胁材料是否有效，本实验还在威胁材料后添加了威胁评定，威胁评定

由五个问题组成，分别为控制感、共情、不确定感，以及影响四个方面。威胁材料和威胁评定都是基于

杰索普（Jessop，2018）的研究。

自我肯定实验操纵，核心价值观肯定要求被试对 12 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重要程度排序，然

后选择排名第一、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价值，并描述这一价值对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原因；“家庭我肯定”

要求被试将核心价值观以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重要程度进行排序，选择排名第一、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

最重要的价值观，并描述原因；而无肯定组被试要求写近 48 小时以来吃的食物。同时要求被试在写作

环节将自己所有的想法尽可能都写出来。自我肯定实验操纵都是基于已有研究（Cai et al.，2013；Goyer 

et al.，2017）。

2.3  实验设计和程序

本实验采用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不同自我肯定，分别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肯定（简称“核心价

值观肯定”）、“家庭我肯定”和无肯定，因变量是被试的焦虑情绪。实验第一步先收集被试的性别、

年龄等背景信息，完成前测的焦虑测量。第二步，三组被试均阅读关于新冠疫情的威胁材料，并填写威

胁评定量表。第三步，不同实验组分别进行核心价值观肯定、“家庭我肯定”和无肯定的实验处理。第四步，

完成实验处理后使用焦虑自评量表进行后测。实验结束后，主试向被试集体解释研究目的，以解除被试

的威胁体验，并告知所有数据都会严格保密。最后，对被试进行一定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被试更好地

面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类似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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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实验分组后被试的情绪基线水平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核心价值观肯定组、“家庭我肯定”组和无肯定组在前测焦虑得分进行均

衡性检验，结果发现三组焦虑得分在前测均无显著差异（p>0.05）。

表 1  三组被试的基线水平上的对比（M±SD）

Table 1  Comparison of baseline levels across the three groups of participants (M±SD)

变量 核心价值观肯定组（n=51） “家庭我肯定”组（n=50） 无肯定组（n=48） F η p

焦虑情绪的前测 35.37±7.39 35.44±5.46 35.56±7.46 0.014 0.000

3.2  威胁材料评定效果

采用单样本 t 检验对威胁材料评定效果进行检验发现，威胁评定中控制感平均得分是 3.36，显著低

于问卷（7 点计分）的理论中值 4 分（t=-5.94，p<0.001）；共情平均分是 4.58，显著高于问卷（7 点计分）

的理论中值 4 分（t=5.08，p<0.001）；对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感平均分是 4.72，显著高于问卷（7 点计分）

的理论中值 4 分（t=6.60，p<0.001）；新冠疫情的影响平均分是 5.15，显著高于问卷（7 点计分）的理

论中值 4 分（t=10.81，p<0.001）。说明被试对的威胁材料有共情，且对新冠疫情的控制感、不确定感较

低，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大，威胁材料有效性较高。

3.3  威胁之后不同自我肯定组的焦虑情绪比较

以焦虑情绪的前测—后测为被试内变量，组别（核心价值观肯定组、“家庭我肯定”组、无肯定组）

为被试间变量，对被试的焦虑情绪得分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  威胁之后被试焦虑情绪后测平均分和标准差

Table 2  Post-test mean and standard deviation of anxiety scores of participants after threat

变量 组别 M SD 

焦虑情绪的后测
核心价值观肯定 33.35 7.28
“家庭我肯定” 33.18 5.91

无肯定 36.60 5.04

结 果 发 现， 前 测 — 后 测 的 主 效 应 显 著（F=6.404，p<0.05，η p
2=0.042）， 自 我 肯 定 的 组 间 主

效 应 不 显 著（F=1.398，p=0.250）。 前 测 — 后 测 和 组 别 交 互 作 用 关 系 显 著（F=6.102，p<0.005， 

η p
2=0.077）。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显示，核心价值观肯定组后测比前测的焦虑得分更低（F=7.680，

p<0.05，η p
2=0.050），“家庭我肯定”组后测比前测焦虑得分更低（F=9.429，p<0.005，η p

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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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肯定组焦虑得分前后测没有显著差异（F=1.923，p=0.168，η p
2=0.013）。同时，后测中核心价值观肯

定组和无肯定组差异显著（p<0.05），“家庭我肯定”组和无肯定组差异显著（p<0.05），核心价值观

肯定组和“家庭我肯定”组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以上结果说明与无肯定组相比，核心价值观肯

定和“家庭我肯定”组被试接受威胁的焦虑情绪显著降低，如图 1 所示。

图 1  不同自我肯定组威胁前后的焦虑情绪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of anxiety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hreat exposure among different self-

affirmation groups

4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自我肯定干预可以有效缓解由新冠疫情引起的负面情绪，其中核心价值观肯定和

“家庭我肯定”干预都能有效降低新冠疫情下的焦虑情绪。这与李世峰（2020）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一

周后的追踪数据中发现，自我肯定干预组被试的焦虑水平没有显著变化。王建宇（2012）也证实了自我

肯定抵御威胁引发情绪的持续效果，即自我肯定既可以减少个体在应激情境下的负面情绪体验，也可以

在较长时间内产生持续性的保护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思能够促使个体从对新冠疫情的关注中解脱出来，思考自己的身份认同和价

值观念，并考虑自己是谁以及什么更为重要（Cohen and Sherman，2014）。例如，在撰写价值观论文时，

个体可能会思考国家为保障人民安全所做的努力以及如何更好地陪伴和守护家人，并将这些放置于疫情

问题之上，从而获得更全面客观的视角。这样的反思使个体在面对新冠疫情相关信息时能够以更理性的

态度来评估和应对，从而使焦虑情绪有所改善。同时，通过家庭自我肯定也能够降低疫情下的焦虑反应，

这是因为“家”的感觉可以缓解自我威胁的消极影响（Cai，2013）。杨等人（Yang et al.，2020）的研

究表明，当被试感知到家庭的温暖时，会将注意力从当前的威胁中转移开来，从而减少威胁对其的负面

影响。

本研究的个体自我价值肯定没有沿用西方的个体价值观内容，而是立足中国实际选用了具有自身特

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丰富了传统自我价值观肯定的领域，也更能贴近中国的国情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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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来看，核心价值观肯定和“家庭我肯定”都具有非常显著的缓解焦虑情绪的作用。这也从一定程

度上表明，党和国家通过多种渠道的宣传、培育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卓有成效，并且显现出了一定的心理

健康维护作用和社会治理作用。从本研究可见，大学生能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身自我概念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其有强烈的认同感。以往研究也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并对心理健康产生积极的预测作用（车锦若、孙俊才，

2022）。它不仅可以使个体得到情绪的宣泄和升华（肖群忠、李营营，2019），还可以通过增加心理弹

性和生活满意度来间接降低抑郁（刘腾、訾非，2020）。此外，研究也表明个体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的水平越高，情绪越稳定，对自身整体性的评价也越高，拥有更多内控和自信、乐观心态，以及积极的

情感体验，这意味着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较好（王玉龙、苏慧娟，2022）。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可以作为自我肯定的新的有效内容，可用于突发事件下的个体或群体心理干预工作。

新冠疫情不仅给我们的公共卫生带来了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也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心理

服务体系建设探索了许多有待梳理的实践成果与方案。本研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自我肯定范式进行

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自我肯定的研究领域，也是新冠疫情期间开展群体心理干预的探索与尝试。

面对以新冠疫情为代表的重大突发事件，人们会经历许多的不确定性和威胁，这不仅会对身体健康造成

直接冲击或伤害，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影响。研究表明，如果个体长期处于类似的压力状

态，将危害个体的身心健康（Cohen et al.，2007）。面对类似的重大突发事件，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如何

帮助人们采取适当的应对方式来缓解负面情绪及影响，是社会心理服务建设值得深入思考的挑战性课题。

传统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和数量相对有限的专业人员，难以应对或满足各类群众的心理健康服务需求。

因此，我们还应在社会或群体层面，激活个人的内在心理资源去积极应对威胁及其引发的负面情绪，既

帮助个人维护心理健康，还可以助力社会层面营造积极健康的情绪氛围。

尽管本研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实验被试群体仅限于大学生，

因此，研究结论的推广范围需要更进一步地验证。其次，为减轻新冠期间被试参与研究的工作负担，

本研究只使用了焦虑量进行前测和后测，没有纳入其他更多的情绪类型。若遇到类似重大突发事件时，

研究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更多的情绪维度，更全面地探索核心价值观肯定缓解情绪的效果。最后，

本研究只考察了核心价值观肯定干预后前后测对比，下一步还可以进行追踪数据分析，探讨其干预效

果的持续作用。

5  结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肯定干预能够缓冲新冠疫情下个体的焦虑情绪，可用于重大突发事件下个体或

群体层面的社会心理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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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Resisting Threats: Evidence 
from the Self-affirmation Paradigm

Mei Nasha  Wang Xiaogang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Abstract: Socialist core values represent the prevailing values promoted and fostered in Chinese 
socialism, and have been widely acknowledg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a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individual values. Research on self-affirmation suggests that personal values serve as a valuable internal 
resource for combating various threats. Given the persistent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individuals may experience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fear, and depression. To assess whether 
self-affirmation intervention based 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can effectively activate these values and 
mitigate negative emotions, this study recruited 295 participants for between-subject experimental 
comparison. After balancing group differences, participants were assigned to the core values affirmation 
group, familial affirmation group, or no affirmation group. Participants in all groups first completed the 
pre-test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then read COVID-19 threat materials, followed by the self-affirmation 
intervention, and finally completed the post-test 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Results revealed that the post-
test anxiety scores of both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affirmation group and the familial affirmation group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to their pre-test scores, wit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bserv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contrast, the post-test anxiety scores of the no affirmation group did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from their pre-test scores.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self-affirmation intervention grounded 
in socialist core values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anxiety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serve as a 
useful intervention strategy for maintaining individual and group emotional well-being in future social 
psychological service work.
Key words: Self-affirmation; Socialist core values; COVID-19; Anxiety


